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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企业资助科研一方面
推动了更多的应用研究，但
也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其
中之一便是，当企业利益和
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科学
研究应当如何保证其客观
公正性。
当一种准则规范缺乏、

含混或者变化多端时，身在
其中的社会成员就会失去
赖以行动的社会情境，从而
导致失范或脱序。但凡具有
高回报的高科技研究都会
面临这样的问题。

姻本报见习记者 甘晓

去年年底，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
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引发各
种质疑。其中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该研
究的经费主要来自烟草企业，研究目的则主
要为满足消费者的吸烟喜好，助力烟草销
售，降低烟草危害只是次要目标。因此，此类
研究的科学公正性无法得到保证。
当前，以企业为研发主体的国家技术创

新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国家科技部的统计数
据显示，2009 年，全国科研经费中有 71.7%
来自企业，远超过来自政府的 23.4%。企业
资助科研一方面推动了更多的应用研究，但
也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当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

发生冲突时，科学研究应当如何保证其客观
公正性。

“好”科学与“坏”科学

在中科院的一间实验室里，科学家正
在研究一种电子健康产品，以供老年人定
时监测血压、脉搏等生命指标。该项目由
一家公司赞助，实验室负责基础研究阶段
的工作。
实验进展得很顺利，但该项目负责人却

陷入深深的担忧之中。他担心，尽管产品投
入市场后会获取大量利润，但是由电子元件
所带来的辐射也可能会遭到公众的质疑。因
此，他怀疑自己正在做一项“坏”的科学研
究。
在现代汉语中，科学往往与正确、权威、

公正等是同义词。我们常看到诸如“以科学
的方式处理某事”的表达方式。
不仅如此，人们心目中科学家的形象也

是不求世俗功利，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他们
崇尚自由探索、不断创新，把科学看做人类
社会世代积累、共同协作的产物。在美国科
学社会学家默顿看来，这就是科学精神。
但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以美国为代

表的各国政府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开
始鼓励大学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与开发。科
学的公正形象因此受到影响，科学伦理的问
题日益受到关注。
同样，在中国，有“坏”科学嫌疑的案例

并不少见。近日，新当选院士谢剑平引起的
争议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真真对 《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
“这是一项复杂的关于利益冲突的争论。利
益方至少包括烟草企业、烟民和非烟民三
个部分。”
类似的争论也在碘盐的使用中展开。盐

业公司为推广售价更高的加碘盐，在全国范
围宣传碘的好处，其中不乏科学家的声音。
对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

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曹南燕向《中国科学
报》解释，由于企业运作主要服务于其经济
利益，而科学研究运作则主要应服务于公众
利益，因此，几乎所有具有高回报的高科技
研究都会存在这类问题。
她同时表示，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干

扰，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课题选择、设计、申
报、实施以及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和应用等各
个环节中，都可能失去客观性和公正性。
然而，“好”科学和“坏”科学往往不能立

刻判断。比如，瑞士化学家因发明农药 DDT
的工作而获得 194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但历经 20 年的调查研究却发现，DDT
对生态环境与人体健康产生了巨大的负面
影响。这使得 DDT 的发明变成了彻头彻尾
的“坏”科学。
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

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对于存在争议的
科学问题，应当允许科学论证的过程。

道德的底线

实际上，利益冲突可以表现在实验对象的
选择、试验的设计、病例的选择、数据的分析和
处理方法、选择性发表论文的内容等各个环
节。科学家受到利益影响，突破道德的底线，特
意设计实验步骤，而得出倾向性的结论，使得
科学研究的客观公正性受到严重威胁。
上世纪 90年代末，哈特金斯等人对于美

国癌症患者临床化学治疗的调查研究被看做
是一次典型的事件。研究者为了得到药品开
发商需要的结论，在实验中做了“手脚”。

在美国，65岁以上的癌症患者约占 63%，
而参与临床试验的 65 岁以上患者的比例则
不到 25%。同时，由于高龄患者的耐受能力较
差，化学疗法对年龄较大患者的效用较小，因
而有意排除高龄患者的做法，可以使得实验
新药的疗效显得更好。
同样在美国，一位名叫 Scheffer的博士对

用维生素 A治疗眼睛干涩发生了兴趣。他在
动物试验取得成功后，开始着手人体试验。经
有关方面同意，他获准在 25~50名病人身上
试用。
后来，他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从中有选

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
素 A治疗眼睛干涩的研究报告。正是利用这
两份报告，他成功建立了一家公司。
如今，商业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角落，类似的案例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出
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也变得越来越常见。

一些影响较大的经济学家常常在股评中
利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大肆鼓吹某只股票的
好处，引发股民争相购买。实际上，这名经济
学家正持有该公司的大量股票。
“人们对某些经济学家表示极大的不信

任，因为他们与资本的关系太紧密。那些对国
家政策起着重要影响的学者竟然在大公司中
有如此重大的经济利益，如何使公众相信他
们的言论是出于一片公心，目的是为了绝大
多数人的利益？”曹南燕指出。

柳卸林则称，科学家应当优先考虑公众
的利益，科学共同体要共同维护科学的权威。
“假如科学家不加分辨地为了产业宣传作违
背道德的研究，会在科学共同体中造成恶劣
的影响。”

裁判员与运动员

在曹南燕看来，科学失去客观性、公正性
的现象也缘于科学家角色的多重性。

比如，一位研究环境问题的科学家可能
专门去选择某些资料论据，然后得出结论说，
某城市的空气质量差的原因是该市的自行车
太多。这个结论如果是出自某汽车公司的雇
员之手，那么人们可能更容易对该结论的客
观性提出质疑。
上世纪 90年代，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的

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塞尔克以自己的科研为
依据，开发了一种可以迅速检查病人是否患
有该症的试剂，并创建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
科学公司的企业。
当时，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茨海默氏症

的试剂种类很多，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得到专
家的指导。

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
织“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提供 10 万美元资
助费，举办了一次有关阿尔茨海默氏症诊断
试剂的研究活动。该协会又邀请声望很高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
动，塞尔克则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专家组成员
的身份参与研究。
随后，在该领域权威刊物《老年神经生物

学》上，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特邀专家组的
名义公布了对“阿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成
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科学公
司的产品。
对此，西南林业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赵

乐静撰文评价：“在这场科学游戏中，塞尔克

巧妙地借助了公众对非赢利组织的信任，使
企业的市场以堂皇的学术名义出现。”

无独有偶，2005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从葛兰素公司得到数亿美元，雇用
了数百名科学家和医生审查一批新产品。调
查中，科学家降低了审查标准，致使 FDA 无
法作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例如，通过审查的治疗功能性肠道疾病
的药物 Lotronex。后来，科学家经调查发现，服
用该药的病人中，有 49例患缺血性结肠炎，5
例死亡，10例需要手术进一步治疗。

而在国内，200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
技术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发表论文剖析国际转
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认为反对转基因的
观点是禁止一切生物技术，妨碍科学和社会
的文明进步。
“我们知道他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

员会成员，一定会认为他的话有很高的可信
度。”曹南燕介绍，但随后又发现他还是创世
纪转基因技术公司的董事长，他的一个转基
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

在科学伦理上，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与
健康的争论至今仍未盖棺定论。曹南燕认为，
应当避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科
学家的声望，将会动摇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信
心。

亟待新规则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铭
贤对《中国科学报》表示，企业利益与公众利
益冲突的情况在当下显得较为隐蔽，但这涉
及整个科学研究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
很可能会在我国科研活动中长期存在。

企业与科学家优先考虑的利益不同，这时
候就需要建立新的规范来帮助两者有机结合。

上世纪 80年代起，美国成为世界上科研
机构最多、科学研究和管理活动最活跃也最
复杂的国家，当然，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问
题也更加尖锐。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王蒲生在对

美国多个解决利益冲突的政策进行研究后发
现，处理利益冲突最常用的方法为向研究机
构披露利益冲突，同时向公众公开利益冲突。

1984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前主编
雷尔曼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处理利益冲突》的
评论，要求此后所有提交给该刊物的原创研
究论文“都要公开作者和论文中所讨论产品
生产厂家的一切经济关系”。

因为这篇文章，该杂志被认为是主流医

学杂志中第一个要求作者对相互冲突的经济
利益进行公开的一份杂志，从此开了学术期
刊要求作者对利益冲突进行公开的先河。
此后，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起，有关国

家政府机构也开始针对利益冲突制定政策。
1995年起，美国公共卫生局（PHS）、国家

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相继颁布利
益冲突条例，要求那些接受其拨款的研究者
和科研机构报告其经济上的利益冲突。
同时，这些机构还建议接受政府资助的

研究机构成立利益冲突委员会（COICs），以处
理机构和个人的利益冲突问题。
在政府政策和文件的指导下，多数大学

和科研机构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伦理审查委
员会（IRB）或利益冲突委员会，并制定了各自
的利益冲突政策。
在谈到我国面临的问题时，受访专家纷

纷表示，这个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亟待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控制利益冲突的办法之一是制衡各方利

益。然而在科研活动中，控制经费的利益方往
往拥有很大的权力。
对此，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胡

志强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掌握科学的权力
要多样化，在多样化的结论中，科学的公正性
才能得到保证。”
比如，针对手机辐射的研究，不仅要由企

业来推动，政府也需要参与其中。此外，还可
以向美国学习，利用企业基金、慈善机构等民
间组织向科研机构投入资金。
正是如此，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一项汽车研究中，需要筹集 100万美元，为防
止研究结果受利益干扰，MIT规定，每项投资
不得超过 5万美元。
政府的监督也能起制衡利益的作用。“在

产业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有出于公
心的第三方来监督其余利益方。”柳卸林认
为。
而在政府的监督中，应设立专门机构，首

先制定规则保证科学家不持有企业的股份，
回避利益冲突。其次，要有完整的程序审查和
公开利益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

宗撰文称：“与回避利益不同，公开本身不能
结束利益冲突，它仅仅避免欺骗、疏忽和辜负
信任。”
此外，学者们认为，对科学家进行伦理

和道德教育也是薄弱环节，即使在监督机制
完善的情况下，自律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

“失范”的科研：游走在利益之间

姻本报见习记者 甘晓
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企业作为

国家创新主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现实中，大多
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对此，中科院研究
生院管理学院教授柳卸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强调，应鼓励企业更多地参与基础研究。

参与基础研究是一种社会责任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
现状如何？
柳卸林：总的来说，中国的企业真正支持基础研

究的很少。这是由于基础研究的回报时间很长，还具
有公共性的特点。因此，现在一般都是由国家支持的
大学和科研机构来进行基础研究。
当然，例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大型国

有企业作基础研究的资金充足，可供中长期长远发
展。这些企业设立了研究院、实验室等。但是，大部分
的企业没有支持基础研究，我国在这个方面还十分
薄弱。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要强调企业参与？
柳卸林：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一个“产业基础研

究”的概念。也就是说，国家支持的基础研究需要满
足国家的发展需要，比如在国防军事等高技术领域。
有时候，产业需求与国家需求不同步，这就需要专门
的、面向产业的基础研究。
一家大型风力发电设备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他

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基础研究对于
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比如，他的企业想要用新材
料来做风电设备的叶片，需要用到碳纤维。这时发现
几乎所有的相关专利都被日本申请完了，他们只能
靠购买专利获得这项技术。
同时，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都根据国家发展

的需要进行，从立项、计划、申请、评估到最后出成果
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产业需要的基础
研究则往往具有紧迫性。
另外，科学家也有一定的兴趣倾向，不一定愿意

从事产业基础研究的工作。
《中国科学报》：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有哪些好处？
柳卸林：首先，参与基础研究其实是企业的社会

责任。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的基础研究是真理的探
索，代表了人类的未来。那么，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
业应该关注人类的未来，支持大学的研究，否则我们
的文明将会停止。
其次，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会给产业应用带来极

大的好处，不仅如此，有时候还能推动基础科学研
究。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企业支持基础研究获益良多

可以说，企业支持基础研究是美国强盛的一个
法宝。从上世纪初开始，美国的企业开始建立实验
室，到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到达黄金时期。这期
间，杜邦公司发明了尼龙，AT&T的贝尔实验室发明
了半导体，还培养了五六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基础科学方面，贝尔实验室在研究微波通讯

时，发现有一种微波噪音无法消除，最后证明这来源
于宇宙背景辐射，后来还支持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当时，很多科学家都不愿意到大学去研究，因为

企业搞科研的氛围非常好，经费也非常充足。
《中国科学报》：目前，美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状

况如何？
柳卸林：在 20世纪 80年代日本崛起、IT业逐渐

发展后，美国黄金时代过去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企
业养了一大批科学家作基础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却
很少被自己的企业应用。应用研究成果更多地被别
人购买利用，例如，索尼公司以 2.5万美金买进的
AT&T半导体发了家。
而基础研究则更多地被大学抢走。例如，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硅谷的崛起等等。
尽管如此，目前，美国的企业仍然拥有大量的实

验室和大量的基础研究人员，特别在生物技术领域。
同时，美国政府为向大学投资的企业减免所得

税，这一举措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氛围。比如，在斯
坦福大学每年有 2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其中有 10
亿美元来自校友企业的捐助。又如，我曾经参加过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个项目，经费却
来自高通公司。

科学家需转变观念

《中国科学报》：我国应如何鼓励企业参与基础
研究？
柳卸林：现在企业承担基础研究和投资基础研

究的社会责任感还显得不足。我们要知道，企业责任
不仅仅是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捐钱捐物，解决诸如
癌症、气候变化等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也能体现社
会责任。
除了广泛的社会宣传之外，政府可以通过如同

美国减免所得税的方式进行政策倾斜。
同时，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很多概念上

还没有清晰界定，为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带来了障碍。
例如，在成本核算中还没有对“企业研究开发”进行
界定，这会给会计报表带来一定问题。
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还必须给科学家做一些

工作。目前，科学家都为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工作。
接到政府支持的纵向课题时，有一种“报效祖国”的
心态。而面对企业支持的横向课题，则担心受到来自
同行的非议：别人是不是认为我就为了赚钱呢？这样
的心态制约了企业的人才战略。新形势下，科学家也
要转变这样的观念，努力投身到各项科研中，实现更
大的自身价值。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
亟待政策支持

观点

争议不休的滴滴涕

人工杀虫剂滴滴涕（DDT）于 1847年
问世。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发现
它是对付部分昆虫的有效神经性毒剂，因
此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开始大量

喷洒 DDT灭蚊，以减轻疟疾和伤寒等疾
病的危害，效果非常显著。战后 DDT广泛
用于农业杀虫。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
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列举在美国滥用
DDT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自上世纪 70年代，DDT 逐渐被世界

各国明令禁止农用。
随着全球放松对疟疾的警惕，这种疾病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
2002年宣布，重新启用 DDT用于控制蚊子
繁殖，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蚊媒疾病。
这一做法迄今仍争议不休。

链接

图为上世纪 40年代，一辆卡车正美国在纽
约一个州立公园的海滩上喷洒 DDT。

图片来自网络

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科研朝向社会
公众的道路选择变得日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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